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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抚育动机何以促进亲社会行为？基于进化适应性的 

认知−能量机制及助推* 

刘  楠 1  邱钰婷 1  董志强 1  李爱梅 2 

(1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2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亲社会行为是有利于他人或社会的行为, 如合作、捐赠、助人等, 在促进社会繁荣、企业发展和个

体幸福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进化心理学中的“抚育动机”概念被引入管理学领域, 为理解亲社会行为提供

了新的视角。基于此, 本研究旨在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揭示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并认

为抚育动机会分别通过“共有认知”和“希望赋能”机制促进亲社会行为。具体而言, 研究 1 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探

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研究 2 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共有认知和希望赋能的“认知

−能量”机制。研究 3 则基于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模式, 探讨如何在真实情景助推个体和组织亲社会行为。

我们预期该研究结果有利于从进化适应性视角理解抚育动机克服亲社会行为限制力的认知−能量模型, 也为

在实践中提高亲社会行为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关键词  抚育动机, 亲社会行为, 进化适应性, “认知−能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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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利于他人、群体或社会的

行为(张玮玮 等, 2023; Eisenberg & Mussen, 1989; 

Labroo & Goldsmith, 2021), 包括合作、捐赠、助

人、分享等行为(Liang et al., 2016; Roux et al., 

2015)。回顾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 人类表现出的

亲社会行为对种族存续具有重要意义, 分享、合

作、助人等行为使得人类在面对粮食短缺、自然

灾害等群族危机时共渡难关。当今社会, 促进亲

社会行为仍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层面, 亲社会

行为有利于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体系, 促进共同

富裕(杨方方, 2022); 在企业层面, 亲社会行为有

利于提高企业声誉(Eberle et al., 2013)、提高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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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和生产力(Liao, et al., 2022); 在个体层面, 

亲社会行为有利于个体人际声誉 (Gross & De 

Dreu, 2019)、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Falk & Graeber, 

2020; Wang et al., 2020)。尽管亲社会行为对社会、

企业和个体具有重要意义, 但研究表明人们并不

总是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 存在行为限制力(如自

我−他人获益权衡, White et al., 2020)。如何促进亲

社会行为也成为行为决策、管理学和心理学等相

关学科重点关注的问题, 其研究成果在全球顶级

期刊上持续保持着热度。以往研究从个体因素、

社会因素、情景因素等多种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

为的影响因素 (孙庆洲  等 , 2023; Brough et al., 

2016; Wu et al., 2022), 但仍有部分现实情景中的

亲社会行为未能在以往研究中得到解释。例如 , 

扎克伯格为何会在大女儿出生后捐出 99%的股份

用于公益项目？新手父母为何会愿意花费时间在

社交媒体上分享经验帮助后续的新手父母？亟需

有研究从新的研究视角为这些现象提供解释。 

近年来, 研究者们开始将源自于进化心理学

的人类深层次动机机制——“抚育动机”引入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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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研究中(Li et al., 2019)。抚育动机(parenting 

motivation)是指一系列旨在照顾脆弱的年幼儿的

心理动机机制(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确保后代存活

的重要一环。不管是个体决策者还是企业决策者, 

回归到人类社会不计其数的小家庭中, 可能都具

有同样的身份——为人父母。有父母身份的个体

在总决策人群中占据着非常重的比率(Liang et al., 

2023), 父母角色的启动或者父母思维都可能会启

动抚育动机; 此外, 即使是非父母的个体也会被情

境因素如广告宣传或标语启动抚育动机(Li et al., 

2019), 进而影响后续的决策。如研究发现, 是否

为父母影响着企业高管的决策、启动抚育动机影

响个体的消费决策(Cronqvist & Yu, 2017; Liang 

et al., 2023)。在现实中, 许多亲社会行为的实施者

是身为父母的个体(Cakanlar et al., 2023; Mesurado 

& Richaud, 2017), 如以家庭的名义捐款、将家中

不用的衣物捐赠给他人。Facebook 的 CEO 扎克伯

格在其大女儿出生后宣布捐赠出自己 99%的股份

用于慈善事业也给我们启示：父母身份的激活或

抚育动机的启动显著增强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

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综合思考, 我们认为探讨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现象、机制以及助推

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但纵观现有的文献, 尚未有

研究对此进行探讨。 

作为人类进化的产物, 抚育动机是一种底层

的调节系统以调节人类以有利于后代生存和基因

繁衍的方式行为, 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可以用进

化适应性(evolutionary adaptation)来解释：为了保

证基因延续, 人类需要不断地适应环境并克服环

境挑战(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当环境中

存在与人类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或障碍时, 进化

适应性会被激活并促进机遇获取(如：获取更好生

存条件)或障碍规避(如：规避危险)等适应性行为

(Lewis et al., 2017)。现有研究揭示了抚育动机导

致的一系列回避导向的行为变化：抚育动机启动

会让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风险规避、谨慎而小

心(Schaller, 2018), 这样的行为改变有利于保护

后代免受潜在危险, 具有进化学意义。但为了保

证后代的适应性, 父母并不仅仅需要保证后代的

存活 (survive), 同时也要让后代茁壮成长 (thrive; 

Schaller, 2018)。抚育动机应当也会导致个体采取

与后代存活相关的机遇获取行为, 但现有研究还

较为匮乏。 

基于进化适应性视角, 本研究认为：亲社会

行为作为一种潜在的机遇获取方式, 抚育动机的

启动可能会促进亲社会行为, 并进一步提出抚育

动机会分别通过“认知−能量”路径驱动亲社会行

为。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 theory)认

为行为可能性取决于“行为驱动力(driving force)”

和“行为限制力(restraining forces)”的相对大小。其

中 , 行为驱动力像物理学力一样存在方向和大

小：“方向”代表着是否有想要从事该行为的认知

(想做); 而“大小”则指是否有足够从事该行为的

能量(能做), 认知和能量驱动力决定了个体从事

相应行为的可能性(Kruglanski et al., 2012)。一方

面, 抚育动机可能会改变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

人关系的认知：更倾向于将与亲社会行为受益人

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 进而表现出更多亲社会

行为。另一方面, 适应性的抚育动机也可能为亲

社会行为提供行为能量：增强具有进化适应性的

能量情绪——希望, 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综上,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关键科学问题：(1)抚育动机

是否会影响亲社会行为？(2)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

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是什么？(3)若抚育动机可以

促进亲社会行为, 如何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

为？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 不仅创新性地从

理论上探讨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

及内在机制, 同时也为在真实情景中助推个体和组

织抚育动机以及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践指导。 

2  研究综述与及评述 

2.1  进化适应性视角下的抚育动机 

抚育动机(parenting motivation), 或抚育动机

系统(parental care motivational system), 是指一系

列 旨 在 照 顾 脆 弱 的 年 幼 儿 的 心 理 动 机 机 制

(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Li et al., 2019), 是一种源自进化角度的人类动机, 

是篆刻在人类基因之中的本能。进化心理学的理

论基础可追溯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Darwin, 

1859), 其核心论点是适应性(adaptation)。人类的

生存发展是一系列适应并生存的过程, 为了留下

后代, 所有的生物都必须解决生存、生长、发育

和繁衍等适应性问题(Chisholm et al., 1993)。适应

性问题(adaptive problem)是指人类进化历程中长

期持续出现的一系列生存和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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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潜在配偶、富饶的栖息地)或障碍(例如：

凶猛的野兽、食物短缺 ; Cosmides & Tooby, 

2000)。与之相对应, 适应性则是对这些机遇的利

用以及障碍的规避。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

一系列有利于其适应环境的行为机制, 如自我保

护系统以躲避外界灾难、繁衍适应性系统确保基

因繁衍等 (Kenrick et al., 2010; Neuberg et al., 

2010)。而进化心理学的核心在于：即使当代人类

所处的环境与人类祖先已经大相径庭, 现代人类

仍然天生具有特定的心理机制, 倾向于采用有助

于我们祖先生存、繁衍和繁荣的方式来处理信息

和做决策(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根据生命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 要达到

生物的繁衍适应性不仅仅要保证自己的存活和

繁育 , 也需要确保后代可以存活至可繁育年龄

(Buckels et al., 2015; Chisholm et al., 1993)。与大

多数其他动物相比, 人类的后代成熟缓慢, 且在

婴儿期相对脆弱, 无法依靠自己独自生存。在成

熟至可繁育年龄之前的数年间都容易受伤和生病

(Schaller, 2018)。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照顾后代

并保证其存活而发展出的抚育动机, 便成了人类

完成繁衍性适应的重要一环(Geary, 2000)。抚育动

机源自于 McDougall (1908)首次提出的抚育直觉

(parental instinct)构念, 并认为抚育直觉是影响人

类行为最强大的直觉(the most powerful instinct), 

但 早 期 研 究 大 多 关 注 于 为 人 父 母 的 群 体

(Bornstein, 2002), 之后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抚育

动机并不仅仅局限于父母。虽然当一个人成为父

母后 , 抚育动机会频繁地被激活 , 身为父母(vs. 

非父母)的个体可能具有更高的抚育动机(Buckels 

et al., 2015)。但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抚育后代的进

化基础(Buckels et al., 2015; Gilead & Liberman, 

2014), 一些环境因素也可以启动个体(包括父母

和非父母)的抚育动机, 如 Lorenz (1943)婴儿图式

(Kindchenschema, baby schema)中具备婴儿特点

的线索可以启动个体的抚育动机(Schaller, 2018)。

此外, 抚育动机也存在个体特质差异, 人们可能

天生拥有较高或较低的抚育动机, 可采用抚育动

机量表对其进行测量(Buckels et al., 2015)。 

作为一种从属于进化心理学框架下的构念 , 

抚育动机是一种底层的调节系统, 用以调节人类

以 有 利 于 后 代 生 存 和 基 因 繁 衍 的 方 式 行 为

(Schaller et al., 2017; Tooby & Cosmides, 2015)。研

究表明抚育动机会导致一系列的行为变化。首先, 

抚育动机让个体变得更注重规避风险、谨慎而小

心。如研究发现身为父母的个体对危险更加敏感, 

在视觉实验中将潜在危险人物的图片(如罪犯)知

觉为更大(Fessler et al., 2014)。父母角色凸显时, 

被试的风险感知敏感性更高、表现出更高水平的

风险规避以及对陌生人的不信任(Eibach & Mock, 

2011)。研究也表明抚育动机让个体的行为更加谨

慎(Sherman et al., 2009)、偏好规避含有风险的选

项(Li & Liu, 2018)。抚育动机还会显著影响个体

的道德感知以及政治判断。高抚育动机特质个体

对 违 反 社 会 规 则 人 群 的 道 德 评 估 更 加 严 肃

(Buckels et al., 2015)、对道德上的错误更加敏感

(Kerry & Murray, 2018)、对有冒犯性的行为表现

出更强烈的不赞同或反对(Eibach et al., 2009); 启

动抚育动机时, 个体对那些可能带来危险的外群

体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和偏见, 无论这些外群

体是否真的有威胁(Gilead & Liberman, 2014)。高

抚育动机的个体还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道德保守

以及经济保守行为, 如支持传统道德标准及现行

经济政策(Kerry & Murray, 2018, 2020)。在社会认

知层面, 抚育动机改变个体对社会线索的关注与

解释方式。Buckels 等人(2015)的研究发现, 高抚

育动机特质的个体对婴儿的面孔有更积极的反

应、对娃娃脸的成年人有更赞许的态度。当启动

抚育动机时 , 个体感知与他人的联系更加密切 , 

更采用相依型而不是独立型自我建构(Li & Gong, 

2018)。此外, 抚育动机也会启动了个体对后代的

资源投入。父母会主动牺牲自我资源并投入到子

女身上(王晓田, 2007; Canova et al., 2005)。抚育动

机也会影响个体的储蓄动机：成为父母后个体会

更愿意存钱, 并制定一系列按需求层次排序的存

钱目标 (如应对与孩子相关的突发家庭开销 ; 

Canova et al., 2005); 教育水平越高的父母更会为

孩子的大学存钱(Lee et al., 1997)。此外, 抚育动

机还会启动家庭中资源获取者的主动资源获取 , 

进而表现得更具长期导向(Li et al., 2019)。 

2.2  亲社会行为与动机机制 

(1)亲社会行为与动机机制 

亲社会行为是指有利于他人、群体或社会的

行为(郑晓莹 等, 2015; Eisenberg & Mussen, 1989; 

Labroo & Goldsmith, 2021), 比如帮助他人、分享

宝贵资源、慈善捐赠、做志愿者、遵守社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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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Böhm et al., 2018; Liang et al., 2016; Roux et al., 

2015)。虽然亲社会行为对他人(或群体)有明显的

好处, 但人们并不总是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然

而亲社会行为具有提高社会公平与平等、增加信

任与合作(De Dreu et al., 2022; Goenka & Van 

Osselaer, 2019)等重要社会影响, 学术界对如何促

进亲社会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从个体因素包

括宗教信仰、性别、权利感、道德感(姚琦 等, 2020; 

Brough et al., 2016; Reed II et al., 2016; Stavrova & 

Siegers, 2014), 社会因素包括社会阶级、社会排

斥、社会比较(孙庆洲 等, 2023; 张玮玮 等, 2023; 

Lee & Shrum, 2012), 到情景因素如情绪、框架效

应、奖励与惩罚等(孙倩  等 , 2023; Basu, 2021; 

Cavanaugh et al., 2015; Wu et al., 2022)。 

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来看, 亲社会行为导致个

体自身资源损耗, 因此会降低个体适应性(谢晓非 

等, 2017)。根据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有利于

生物生存和繁衍的特征传递给后代的几率更高 , 

而不利于生存和繁衍的特征将较少被传递甚至消

失(Darwin, 1859)。那么人们为何会从事亲社会行

为？一方面 , 亲社会行为可能是出于利他动机 , 
即个体从事亲社会行为可能是单纯出于对他人的

关心, 期望他人而非自己获益(Batson, 2011)。人

类天然地有一种关心和关爱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

趋势(Grant, 2008)。例如, 研究中让被试采用他人

视角(perspective-taking)可以增加对他人所处情景

的理解 , 做出更多亲社会行为(Batson & Moran, 

1999; Shih et al., 2009)。此外, 利他的亲社会动机

也与心理暖流效应(warm glow)紧密联系在一起。

个体捐助慈善组织是因为帮助他人会让个体体验

到积极情绪, 或者是出于单纯希望自己能够帮助

他人的动机(Imas, 2014; O’Brien & Kassirer, 2019; 

Supphellen & Nelson, 2001)。另一方面, 个体可能

出于自利动机从事亲社会行为。自利动机驱动的

亲社会行为 , 源于个体期望获得奖励或其他收

益。这种收益既可以是直接的, 如“我帮你, 你也

会帮我”式的互惠, 或者是“我帮助你, 同时我也

能获得一些利益”式的自利回报。如研究表明有金

钱奖励或者精神奖励时, 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亲社

会行为倾向, 更多为公共物品投入和捐赠(Wu et 

al., 2022; Johnson & Grimm, 2010)。这种收益也可

以是间接的：个体并不期望受益者直接归还利益, 

但会因亲社会行为而从其他方面获益。如个体从

事亲社会行为是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得更积极的评

价从而建立良好的声誉(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个体捐赠金钱并不是单

纯地想帮助受益者, 而是希望在社会竞争中凸显

自己, 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Roux et al., 2015)。此

外, 还有研究发现个体做更多亲社会行为可能是由

于想增加与他人的互动并扩大社会联系(Hamilton 

et al., 2021), 也即, 亲社会行为本身可视为一种

潜在的资源获取行为, 从事亲社会行为可能会给

个体带来互助、奖励和声誉等资源。 

(2)亲社会行为的进化基础 

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来看, 以下几个理论可以

为亲社会行为适应性提供解释： 

亲缘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 theory)——亲缘

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偏好于与自己基

因关系近而不是远的人, 进而有利于自己的基因

(Nowak, 2006)。如人类父母对于其子女不计成本

的投入和付出虽然损耗了自我资源, 但却保证了

后代的存活和繁衍, 实际上有利于自身的基因繁

衍(Kurzban et al., 2015)。而这种无条件的利他又

可以迁移到非父母−子女情景中 , 进而在特定情

景中表现出对他人的单纯利他。如看到他人处于

困境时 , 人类会感到难过进而表现出利他行为

(Preston, 2013)。该理论主要面临的问题是通常只

能解释近亲之间的亲社会行为, 也无法确定这种

亲社会行为会在何时转移到非近亲情景中。 

互惠利他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 theory)——

互惠利他可以解释在没有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

的利他行为。互惠利他的最初定义是：发生在两

个人之间的直接互惠。该理论认为, 虽然利他者

做出利他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但是如果日

后受益人给利他者某种回馈, 那么利他者因帮助

他人所导致的适应性降低就可以通过接受受助者

的回馈得到补偿(Trivers, 1971)。这种“我帮你一次, 

你也帮我一次”或者是“我帮助你, 我也可以获得

一些利益”的直接互惠保证了群体间的合作。原始

社会中人类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环境, 个体之间的

紧密合作帮助人们克服进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Nowak, 2006), 具有进化学意义。但该理论面临

的主要问题是,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利他行为无

法得到回馈的情况, 比如对于一些陌生人的帮助

可能无法实现直接回馈, 存在解释局限性。 

高成本信号理论(costly signa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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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本信号理论认为亲社会行为可靠地传递出关

于个人品质的信号 (谢晓非  等 , 2017; Zahavi, 

1975)。如个体帮助他人并不期望对方直接回报, 

而是期望获得他人积极的评价, 从而建立良好的

社会声誉或显示自己的合作性特质 (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男性做出亲

社会行为是为了向异性展示自己具有好的品质 , 

增加自己获得伴侣的可能性(Borau et al., 2021)。

而获得社会声誉和表现出自己的合作特质可以获

得更多合作机会、更有可能被选为合作领导

(Hardy & van Vugt, 2006), 增加个体的进化适应

性。该理论也存在着限制条件：只能解释公开展

示、可被观察的亲社会行为。 

2.3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s theory)通

常用于解释个体在面临需要付出努力 (efforts)或

是存在障碍(obstacles)情景下的行为动因。该理论

描绘了行为驱动力(driving force)以及行为限制力

(restraining force)之间的动态过程：当驱动力大于

限制力时行为可能性高, 当驱动力小于限制力时

行为可能性低。想要从事特定行为, 其行为驱动

力至少要在大小上高于行为限制力(Hockey, 1996; 

Kruglanski et al., 2012)。在该理论中, 行为驱动力

被界定为一种“能量驱动的认知” (the motivated 

cognition), 具有“方向”与“大小”两个维度：其中

“方向”代表着人们是否具备想要从事某行为的认

知, 如对行为目标的认同或期望; 而“大小”则指

个 体 是 否 具 备 执 行 该 行 为 所 需 的 行 为 能 量

(Dunning, 1999)。认知与能量的任一维度增加, 均

可提升行为驱动力的整体水平, 从而提高行为的

可能性(Yan & Murray, 202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尽管认知与能量在理论上可共同作用于行为驱

动力 , 但相关研究亦表明二者可以作为相对独

立的路径分别增强行为倾向。例如, 在行为限制

增强(如行为难度提升)时 , 无论是认知的增强还

是能量的提升 , 均可提高行为的执行可能性

(Kruglanski et al., 2012)。 

鉴于其良好的行为解释力 , 认知−能量理论

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研究中, 如运用于解释个体

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工作表现(DeWall et al., 2010)、

解释个体的亲环境行为(Yan & Murray, 2023)、用

以提升领导工作表现与参与度(Lanaj et al., 2019)

等。亲社会行为存在行为限制力：首先, 亲社会

行为需要自己付出(cost)并让他人受益(Small & 

Cryder, 2016)。而理性人假说认为人们会倾向于使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Penner 

et al., 2005), 亲社会行为因此存在自我−他人权衡

的行为限制力。其次, 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的结

果相比于其他行为来说更加模糊、不确定, 人们

在多数情况下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能够发

挥作用, 缺少亲社会行为能量(White et al., 2020)。

那么认知−能量理论是否可以运用于解释抚育动

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尚未对此进行

探讨。本研究旨在从进化适应性视角, 探讨抚育

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 并分

别考察其通过促进“认知”和“能量”促进亲社会行

的具体路径。 

(1)抚育动机影响行为认知。以往研究揭示了

抚育动机对个体认知的影响, 如抚育动机启动改

变了个体对风险的认知, 将潜在危险知觉为更大

(Fessler et al., 2014); 抚育动机影响个体的社会认

知：抚育动机导致个体对婴儿的面孔有更积极的

反应、对娃娃脸的成年人有更赞许的态度(Buckels 

et al., 2015)等。研究还对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个体

与他人的关系认知进行了初步探讨, 如发现抚育

动机使得个体感知与他人联系更加密切 (Li & 

Gong, 2018)。而人们从事亲社会行为的主要行为

限制力是“保存自我利益”与“让他人获益”之间的

权衡(Small & Cryder, 2016), 因此改变对亲社会

受益者的关系认知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

素。如研究表明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是否为

自己内群体成员的关系认知影响个体捐款可能性

(Duclos & Barasch, 2014); 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知觉为共有关系(vs.交换关系)时, 个体会更愿意

帮助他人(Guo et al., 2022)。抚育动机是否会影响

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的关系认知进而影响亲

社会行为？尚未有研究对此进行直接探讨。 

(2)抚育动机影响行为能量。对进化适应性问

题的应对中包含着行为能量的调配。当检测到环

境中的适应性问题时 , 进化适应性情绪会作为

“前端反应”被激活(Cosmides & Tooby, 2000)。进

化视角下的情绪不仅仅是简单的情绪或情感, 而

是由特定适应性问题引发的能量调配系统以及行

为激活剂, 并以处理特定适应性问题的方式引导

能量分配为适应性行为提供能量 (Cosmides & 

Tooby, 2000; Keltner et al., 2006)。如暂时抑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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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求将能量集中在适应性问题解决上, 进而促

进一系列有利于解决适应性问题的认知和行为

(Griskevicius et al., 2009)。如在经典的适应性应激

行为“战或逃” (Fight-or-flight response)中：“战”相

关适应性问题引发前端情绪愤怒(anger), 关闭自

我保护系统, 为“战”提供趋近型行为能量(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而“逃”相关的适应性问题

引发前端情绪恐惧(fear), 此时饥饿及求偶等需求

均不重要, 为“逃”提供回避型行为能量(Cosmides 

& Tooby, 2000; Griskevicius et al., 2009)。若亲社

会行为是有利于后代生存的适应性机遇, 那么当

抚育动机识别该适应性问题时, 又会导致怎样的

适应性情绪为后续行为赋能？本研究将对此进行

探讨。 

2.4  研究现状评述 

虽然现有研究对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个体行为

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于抚育动机导致的回避导向的

行为变化, 如发现个体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风险

规避、谨慎而小心等(Schaller, 2018; Sherman et al., 

2009)。但人类不仅仅要适应环境中的威胁, 也需

要为自生存活以及后代繁衍争取到更好的机会

(Lewis et al., 2017)。为了保证后代的繁衍性适应, 

父母并不仅仅只是需要后代存活, 也需要促进后

代茁壮成长(Schaller, 2018)。研究也发现抚育动机

与广泛性的趋近动机正相关(Buckels et al., 2015)。

因此 , 抚育动机可能会导致个体机遇获取行为 , 

以期为后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但现有相关研

究还较少, 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导致的

金钱资源获取行为(Canova et al., 2005), 抚育动

机也可能会促进个体其他类别资源的获取(如社

会资源)。其次, 抚育动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探讨

仍处于起步阶段, 仅有数篇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

对消费者跨期偏好以及多样性偏好的影响(Li et 

al., 2019; Liang et al., 2023)。但鉴于庞大的父母群

体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抚育动机启动线索, 抚

育动机可能会对管理决策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 

如影响管理情景中的亲社会行为。 

关于亲社会行为影响因素及内在机制, 仍存

在着一些不足, 从前因变量角度来看：虽然现有

研究从个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情景因素等不同

角度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素, 但尚未有研

究探讨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从亲社会

行为的解释机制角度来看：现有研究认为自利动

机和利他动机角是解释亲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机

制, 但这两类机制并不能解释全部的亲社会行为, 

亟需有研究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亲社会行为的驱

动力。最后, 从亲社会行为进化机制角度来看：

虽然现有研究从进化视角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驱

动机制, 但现有对亲社会行为的进化解释机制仍

存在不同的理论争议, 这些理论本身也被认为存

在其局限性。 

此外 , 认知−能量理论虽然已经被运用于解

释有行为限制力的行为, 如目标寻求和工作表现

(Lanaj et al., 2019), 但尚未有研究从认知能量驱

动力的视角探讨亲社会行为。该研究领域存在抚

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理论空

白。我们认为, 进化适应性下的抚育动机一方面

可能会改变个体与亲社会受益人的关系认知, 另

一方面可能会激活近端能量情绪调配能量, 为后

续适应性行为赋能。针对以上不足, 本研究旨在

对进化适应性视角下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

现象及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3  研究构想 

围绕抚育动机如何影响亲社会行为这一核心

问题, 本研究将分为 3 个研究逐步推进。其中研

究 1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的行为规律; 研究 2

探讨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机制, 

实现本研究的核心理论创新; 研究 3 探讨抚育动

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现场助推研究, 将揭示出来

的理论成果与管理实践结合, 创造性地设计助推

方法。3 项研究共预期开展 8 个实验, 具体而言：

(1)研究 1 旨在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研究 1a：大数

据法、研究 1b：多时点调查、研究 1c：实验室法)

验证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由于抚育动

机不但可以通过凸显父母角色启动, 也会被情景

因素所启动, 此外个体也存在抚育动机特质个体

差异, 因此, 在研究 1 的 3 个子研究中分别通过父

母角色凸显(研究 1a)、抚育特质测量(研究 1b)以

及抚育情景启动(研究 1c)测定抚育动机, 验证不

同来源的抚育动机是否会一致地影响亲社会行

为。此外, 由于亲社会行为也包含了多样的行为, 

如为慈善组织捐款、帮助他人、分享资源等, 因

此子研究中也采用了不同的亲社会行为测定方法

验证本研究效应的稳健性。(2)研究 2 拟开展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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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研究。研究 2.1 拟通过两个子研究验证抚育动

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共有认知机制。其中, 研究

2.1a 通过中介测量验证共有认知的中介效应, 研

究 2.1b 则采用以调节验证中介的方式再次验证共

有认知机制, 并提出受益人社会距离的调节效应

(外源因素); 研究 2.2 则通过两个子研究验证抚

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希望赋能机制。同样地, 

研究 2.2a 通过中介测量验证中介, 研究 2.2b 以调

节验证中介, 并提出道德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内源

因素)。(3)研究 3 旨在通过现场实验, 如与企业、

慈善基金会合作(如腾讯公益平台), 通过在慈善

宣传中加入父母角色凸显或婴儿图式等抚育动机

启动线索, 探讨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为的

有效方式。 

3.1  研究 1：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 

抚育动机调节个体的行为以适应后代生存和

基因繁衍(Schaller et al., 2017)。当环境中存在着

与后代存活或基因延续相关的适应性机遇或障碍

时, 抚育动机会促进个体对这些机遇的利用以及

障碍的规避 , 以保障后代更好的存活 (Schaller, 

2018)。如研究抚育动机促进对潜在风险或威胁的

适应性：抚育动机使得个体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 

更谨慎及保守(Eibach & Mock, 2011; Fessler et al., 

2014; Kerry & Murray, 2020)。此外, 抚育动机促

使人们获取有利于后代存活的机遇：抚育动机促

使个体设定一系列的存钱目标 (Canova et al., 

2005)、促使个体主动获取资源(Li et al., 2019)等。

除了物质资源之外, 抚育动机的启动可能使得个

体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寻求社会资源, 以期更好

地养育后代。如研究发现初为父母的人会更倾向

于从在线社区中寻求有相同经历的人并与之建立

联系(Labroo & Goldsmith, 2021); 抚育动机的启

动也会使得个体采多用相依型自我构建而不是独

立型自我构建, 这可能是由于相依型自我建构更

有可能保证与群体中的他人和谐相处, 是抚育角

色中必不可少的因素(Li & Gong, 2018)。 

亲社会行为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历程中得以留

存, 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进化适应性, 可视为一种

潜在的资源获取途径。早在自然环境严峻的原始

时代, 相互支持和亲社会行为保障了人类种群及

后代的存活(Nowak, 2006)。亲社会行为虽然需要

个体付出, 但也会使得个体获得帮助、奖励、声

誉等社会资源。比如在互惠利他中, 亲社会行为

可以为个体带来他人的帮助或奖励 (Wu et al., 

2022)。亲社会行为也有利于个体建立自己的声誉

或 显 示 自 己 的 特 质 (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获取更多合作机会和资

源(Hardy & van Vugt, 2006)。此外, 亲社会行为有

利于个体建立和扩大社会联系 (Hamilton et al., 

2021)。当个体处于期望建立社会联系的阶段时, 

会 通 过 主 动 实 施 亲 社 会 行 为 来 制 造 机 会

(Stenstrom et al., 2018)。而亲社会行为带来的上述

资源无疑为基因延续和后代存活提供了有利条

件。因此, 若抚育动机适应性强化个体对机遇的

获取, 可能会导致其更多从事亲社会行为, 基于

以上推论,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 

3.2  研究 2：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量

机制  

(1)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共

有认知 

人际关系理论(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认为, 人与他人会建立两种类型的关系：交换关

系 (exchange relationship)和共有关系 (communal 

relationship; Clark & Mills, 1993)。交换关系中, 个

体假设自己付出利益是会获得回报的, 该关系中

的利益接受者也会产生一种归还相当利益的义务

(Clark & Mills, 1979; Clark & Mills, 2012); 而在

共有关系中, 个体为对方付出只是为了提升对方

的福利, 并且无论是付出者还是受益者都不会觉

得这样的付出有隐形或显性的价格标签。但是付

出者可能希望当自己出现同样的需求时, 接受者

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自己的需求(Clark & Mills, 

2012)。  

其中 , 共有关系是具有进化意义的关系认

知。相比于其他物种, 人类的后代成熟缓慢且在

婴儿期相对脆弱(Schaller, 2018)。如果没有持续不

断的照顾, 人类的新生儿将无法生存(Kurzban et 

al., 2015)。在早期的原始时代, 部落内有亲缘关系

的人们建立共有关系相互支持, 为新生儿提供不

间断的照顾(Clark & Mills, 2012)。此外, 在远古时

期的小型狩猎采集社会, 人们无法预测谁会找到

食物、住所以及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也无法预测

谁有一天会非常需要它们, 这就决定了利益和资

源的共同分享(communal sharing)。这种在部落中

的非亲缘共有分享保证了人类的存活和发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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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历程中需要先学会共有关系(vs. 交换关

系)才能确保生存(Kelley et al., 2003)。随着社会的

发展, 当代社会中人们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考虑采

用共有关系认知。  

抚育动机的启动可能使得个体更多采用使我

们的祖先能够生存、繁荣的共有关系认知来看待

他人, 尤其是当个体意图建立社会联系时, 更有

可能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研究

表明 , 共有关系的一个核心功能是建立联盟

(affiliative), 从而促进关系联结的形成(Cannon & 

Rucker, 2020)。如刚迁入新社区的居民更倾向于

采用共有关系而非交换关系模式, 以期建立邻里

社交联结(Clark & Mills, 2012)。同时, 研究也表明

共有关系的认知会使得个体更愿意牺牲自我利益

做出亲社会行为(Guo et al., 2022), 如高共有关系

导 向 个 体 更 愿 意 与 朋 友 公 平 地 分 配 奖 励

(Thompson & DeHarpport, 1998)、更愿意帮助无家

可归的人(Bryan et al., 2000)。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以下命题：  

命题 2：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有认知, 进

而促进个体亲社会行为。  

若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是由

于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有关系认知, 以期获

取社会联系和资源, 那么该效应在无法建立共有

关系的群体中可能会减弱。社会距离可能是影响

共有关系建立的重要因素。根据共有关系的定义：

在共有关系中个体付出并不期望对方回报, 但是

期望当自己出现同样的需求时对方会以同样的方

式回应自己的需求(Clark & Mills, 2012)。虽然当

今社会相比于原始社会, 人们会在更大的社会范

围以及社会关系中考虑付出与收益, 并采用共有

关系(Pataki et al., 1994), 但在超出一定社会范围

之后可能无法建立这样的关系。如在较远的社会

距离(国外和全球)人群中, 个体无法期望当自己

出现同样的需求时, 接受者能以同样的方式回应

自己。因此, 受益者的社会距离可能调节了抚育

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上述效应可能只会在

近社会距离中存在, 而在远社会距离中减弱。基

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3：与受益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远 vs.近)

调节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机制。具

体而言, 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只在近

社会距离中显著, 在远社会距离中减弱。  

(2)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希

望赋能  

进化适应性中还包含着行为能量的调配。如

当环境中存在与人类生存或基因延续相关的机遇

或障碍时, 需要暂时抑制其他需求将能量集中在

适应性问题解决上, 进而为后续有利于解决适应

性问题的认知和行为提供能量(Griskevicius et al., 

2009)。通常而言 , 当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时 , 

进 化 适 应 性 情 绪 会 作 为 “ 前 端 反 应 ” 被 激 活

(Cosmides & Tooby, 2000), 并以处理特定适应性

问题的方式引导能量分配为适应性行为提供能量

(Cosmides & Tooby, 2000; Keltner et al., 2006)。如

战或逃应激反应中唤醒“愤怒”为“战”赋能、唤醒

“恐惧”为“逃”赋能(Carver & Harmon-Jones, 2009; 

Cosmides & Tooby, 2000)。  

亲社会行为作为促进后代存活的适应性机制, 

当抚育动机系统识别到此类适应性需求时, 可激

发“希望”这一适应性情绪反应。希望情绪通常用

于来描述一个人的“对更好情景的渴望并相信所

期望的改善是有可能的” (Lazarus, 2006)。作为一

种认知评估情绪, 希望源自于两个必要的条件：(1)

评估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善; (2)同时

相 信 改 善 或 者 期 望 的 结 果 是 有 可 能 实 现 的

(Cohen-Chen et al., 2015; Lazarus, 1999)。Snyder 

(2002)进一步将希望定义为一种积极的能量激励

状态, 它基于(a)感知成功的能动性：目标导向的

能量, 和(b)途径：目标的计划实现。因此, 希望

不但包含了环境应对的行为能量, 还包含了对于

实现目标的能动性。研究也发现希望情绪的动机

资源作用(motivational properties)可以为人们的行

为提供行为能量 (Bury et al., 2020; Nelissen, 

2017)。研究表明, 希望作为一种进化适应性情绪, 

在人类应对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Bunston et al., 1995)。在人类进化历程中许多危

急生存条件下, 人们需要对自己所处的困境设想

出最有利的可能性, 以免失去希望。这样能有效

预防绝望情绪的产生, 并增强个体适应环境的主

观能动性(Lazarus, 1999)。放弃希望会导致死亡, 

而保持希望会激发行为能量并克服困难, 保证人

类的存活及物种的延续(Korner, 1970)。个体生命

存在具有必然的有限性, 而基因的存活却是长期

的(Cosmides & Tooby, 2000), 抚育动机解决后代

存活和基因延续的适应性问题, 为基因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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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可能性。当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时(期望改

善), 基因延续带来的可能性可能会导致个体更高

的希望适应性情绪, 为后续适应性行为赋能。以

往研究也证实了希望情绪对亲社会行为的促进效

应(Cavanaugh et al., 2015)。因此, 本研究提出如

下命题： 

命题 4：抚育动机增强了个体的希望感知, 进

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若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是由

于促进了希望赋能情绪, 那么这一效应可能会在

较难导致希望的情景下削弱。根据希望的定义：

希望是一种认知评估情绪, 其产生的两个必要的

条件是：(1)评估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

善; (2)同时相信改善或者期望的结果是有可能实

现的(Cohen-Chen et al., 2015; Lazarus, 1999)。在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情景中, 个体感知到

环境中存在适应性问题(亲社会行为获取)以及基

因延续带来的可能性可能是导致希望的内在原

因。但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亲社会行为

情景中评估认定目前的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改

善。如在需要从事亲社会行为的情景中(e.g., 看到

无家可归的人), 不认为该情景不尽如人意并期望

改善(e.g., 改善他们的境遇), 进而影响希望路径

的产生。 

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是指由一系列道德

特质组织而成的自我图式, 当人们被问及道德意

味着什么时, 通常会想到这些特征, 比如公平、诚

实、善良等(Aquino & Reed II, 2002)。道德系统决

定了个体对是非的判断 , 以及对“什么对个人和

社会有利 /有害”的原则和价值观 (Reed II et al., 

2016)。相比于低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来说, 具有

高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更易感知到符合道德的重

要性, 并要求自己按照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为(Reed 

et al., 2007), 如在亲社会情境中更易觉察到需要

改善的不尽如人意之处, 并认为实施亲社会行为

具有必要性。而低特质道德认同的个体则更可能

对亲社会行为情景不敏感, 进而阻碍希望情绪的

产生。因此, 抚育动机导致的希望赋能效应可能

会在高道德认同的人群中被强化, 而在低道德认

同的人群中削弱。  

命题 5：道德认同(高 vs.低)调节了抚育动机

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能量机制。具体而言, 抚育动

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效应在高道德认同的个体中

增强, 而在低道德认同的个体中减弱。 

3.3  研究 3：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现场助

推研究  

助推是近 20 年行为科学与行为决策领域的一

种新研究取向, 是指运用既不必取道行政命令也

不借助经济杠杆的第三条“柔性”的方法, 通过适

当改变人们面对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 

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预期变化的干预方法。助推

方法不仅成本低、效率高、效益大, 而且不限制

个体的选择自由, 规避了家长制和自由主义的弊

端, 是行为科学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的新思路

和新方案(何贵兵 等, 2018; 李纾, 2016)。行为助

推的开拓者和倡导者 Thaler教授被授予 2017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助推的方法也已经在健康、环保、

社会保障、教育、公益慈善等领域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如利用框架效应增加时间线索助推人们的

退休储蓄以及财政决策(Beshears et al., 2021); 利

用默认选项设置助推减少外卖一次性餐具的使用

(He et al., 2023); 利用不同时间和效价信息宣传

助推疫苗接种(刘楠 等, 2022); 利用健康目标助

推个体健康决策(耿晓伟 等, 2018)等。  

通过研究 1 和研究 2 的探索, 本研究建立了

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地, 

是否可以利用抚育动机助推亲社会行为？基于先

前的研究基础, 研究 3 拟综合利用研究 1 和研究 2

中的抚育动机启动方式在真实的情景中进行现场

干预, 探索助推人们做出亲社会行为的有效方法, 

为个体和组织促进亲社会决策提供参考。在宣传

标语中额外加入一条信息提示是助推常用的方法

(Thaler & Sunstein, 2021)。因此, 研究 3 通过在真

实的亲社会行为情景中(例如：慈善捐赠标语)加入

父母角色启动以及婴儿图式启动线索, 探讨其助

推有效性。这样的现场助推研究一方面可以利用

现实情景再次验证本研究结果的稳定性, 增强实

验研究的外部效度; 另一方面也能够最为切实地

将本研究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 实现可观

测的社会行为助推效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6：增加抚育动机线索可以在真实情景

中助推亲社会行为。 

4  理论建构与研究意义 

作为最重要的人类行为之一, 亲社会行为是

长盛不衰的研究经典和前沿热点, 受到了众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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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究者的关注(谢晓非 等, 2017)。以往研究也

从多个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如何促进亲社会行

为 ( 孙 庆 洲  等 , 2023; Brough et al., 2016; 

Cavanaugh et al., 2015; Stavrova & Siegers, 2014; 

Wu et al., 2022)。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 创新

性地构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认知−能

量”机制模型, 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首先, 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建立了抚育

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行为规律。抚育动机是人

类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基础性调节机制, 驱使

个体采取有利于后代存活与基因延续的行为

(Buckels et al., 2015; Griskevicius & Kenrick, 

2013), 例如主动获取与基因延续相关的资源、规

避潜在风险等(Schaller, 2018)。虽然现有研究对抚

育动机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进行了探讨, 但主要聚

焦于其引发的风险规避倾向 (Eibach & Mock, 

2011; Fessler et al., 2014), 对其如何促进趋近行

为获取尚缺乏系统研究。然而, 从后代发展的整

体需求来看, 仅保障其存活并不足以实现基因的

有效延续, 更需要推动其全面成长与社会适应。

在早期的原始时代, 群体内部的资源共享与相互

照料是后代存活的关键(Clark & Mills, 2012)。在

当代社会, 抚育动机的激活可能促使个体在更广

泛的社会网络中建立联系、获取社会资本, 以适

应抚育环境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已有研究表明 , 

亲社会行为是促进社会联结与资源获取的重要策

略, 能够帮助个体赢得支持与照料、提升社会地

位(Berman & Silver, 2022; Bigman & Tamir, 2016; 

Stenstrom et al., 2018)。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 抚

育动机不仅促使个体规避威胁, 也可能驱动其积

极地从事亲社会行为, 以获取有利于后代发展的

社会资源与支持。此外, 在探讨行为机制的基础

上, 还需进一步考虑生理因素在抚育动机与亲社

会行为之间关系中的潜在作用。例如, 已有研究

发现, 父母与子女的互动会显著提升个体体内的

催产素水平 (Feldman & Bakermans-Kranenburg, 

2017), 而催产素已被证实是促发亲社会行为的重

要因素(Christ et al., 2016)。然而, 本研究旨在验

证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普遍影响机制, 即探

讨这一行为规律是否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 而不

仅限于已为人父母的个体。因此, 为确保研究结

论的普适性, 有必要控制和排除生理机制的干扰。

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对比存在生理机制影响与无

生理机制影响的实验组, 进一步剥离催产素等生

理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从而更准确地验证抚

育动机在行为层面对亲社会行为的独立效应。 

其次, 本研究构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

为的“认知−能量”模型。认知能量理论(cognitive 

energetics theory)理论强调行为驱动力与行为限

制力之间的动态权衡(Hockey, 1996; Kruglanski et 

al., 2012)。该理论中认知和能量决定了“行为驱动

力”的大小(Dunning, 1999), 促进行为认知和能量

均可提高个体“行为驱动力”, 进而提高行为可能

性。亲社会行为是存在行为限制力的行为：一方 
 

 
 

图 1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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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它通常涉及资源的自我付出(如时间或金钱),

以惠及他人(Small & Cryder, 2016); 另一方面, 其

结果往往不确定、反馈模糊, 较难激发明确的行

为动机(White et al., 2020)。因此, 认知−能量理论

为理解亲社会行为的驱动机制提供了适切的理

论框架。基于此, 本研究认为抚育动机会由于进

化适应性驱动力, 克服亲社会行为限制力并促进

亲社会行为。具体而言 , 该驱动力中的“认知路

径”为抚育动机导致的共有关系认知 , 而该驱动

力中的“能量路径”则为抚育动机导致的希望情绪

赋能： 

认知路径。亲社会行为的实施首先依赖于认

知动因(想做)。根据认知−能量理论, 想要从事某

行为的认知为个体行动提供方向性引导。本研究

认为, 抚育动机改变了个体对亲社会行为受益人

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认知。具体而言, 抚育动机会

促使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共有关系的认知, 进而促

进亲社会行为。共有关系是具有适应性的关系认

知：在人类早期社会, 人类依靠共有关系获得生

存必须的资源(Kelley et al., 2003); 在当代社会, 

共有关系认知也是建立社会联系的重要方式, 当

个体期望建立联盟时, 会更有可能持有共有关系

认知而不是交换关系认知 (Cannon & Rucker, 

2020)。因此, 当抚育动机被激活时, 个体可能更

容易将与他人的关系知觉为“共有关系”而非“交

换关系”, 从而缓解亲社会行为中对“自我−他人”

获益分配的心理权衡。已有研究也表明, 共有关

系认知显著增强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 (Guo et 

al., 2022)。此外, 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社会距离调

节这一认知路径的效应：若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

行为的认知路径是由于抚育动机导致了更强的共

有关系认知, 以期获取社会联系和资源, 那么该

效应在无法建立共有关系的群体中可能会减弱 , 

如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 

能量路径。亲社会行为的产生需要以个体充

足的行为能量为前提(能做)。 既有研究表明, 行

为能量不足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限制因素之一 , 

例如行为的不确定性会削弱人们采取亲社会行为

的意愿, 特别是在难以判断该行为是否真正有助

于他人时(White et al., 2020)。进化心理学研究指

出, 适应性情绪通过重新分配行为能量, 使个体

在应对关键生存或繁衍挑战时, 暂时抑制次要需

求, 集中资源以解决核心问题(Griskevicius et al., 

2009)。在本研究中, 我们认为, 基因延续的可能

性会激发“希望”这一进化适应性情绪(Bunston et 

al., 1995), 进而为后续行为提供能量。在人类进化

过程中, 保有希望可以使得人们在面对困境时免

于陷入绝望 , 调动能动性去适应环境 (Lazarus, 

1999)。希望情绪也在以往研究中被发现在遭受挫

折 时 促 使 人 们 重 新 振 作 并 采 取 行 动 (Snyder, 

2002)。此外, 我们假设这一能量路径会被个体的

道德认同所调节：当个体的道德认同较低(vs. 高)

时, 可能不认为亲社会行为是适应性行为, 适应

性情绪不会被激发进而为亲社会行为提供能量。

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 抚育动机促进亲社会行为

的效应会被削弱。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探讨, 本研究对相关研究

领域做出如下贡献：第一, 为亲社会行为研究做

出贡献。首先, 本研究探讨了亲社会行为的全新

前因变量——抚育动机。虽然以往研究从个体因

素、社会因素以及情景因素等不同角度探讨了影

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 但尚未有研究探讨抚育动

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其次, 不同于以往研究

大多从“自利动机”以及“利他动机”角度探讨亲社

会行为的驱动力, 本研究从进化适应性视角探讨

抚育动机通过“认知−能量”路径驱动亲社会行为, 

为亲社会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动机视角。

本研究也为进化心理学视角下的亲社会行为做出

贡献。虽然以往研究探讨了进化驱力对亲社会行

为的影响 , 如择偶动机影响个体亲社会行为

(Borau et al., 2021), 但尚未有研究从进化适应性

下的抚育动机角度探讨亲社会行为; 以往的亲社

会进化解释机制也存在争议, 本研究从进化适应

性机遇获取视角解释亲社会行为, 为未来研究提

供新的启示。第二, 揭示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

行为的认知−能量路径。认知−能量理论通常用于

解释有行为限制力、需要个体付出或坚持的行为

(Kruglanski et al., 2012)。本研究将“认知−能量”理

论运用到解释抚育动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机制

中, 拓展了该理论的运用范围。同时, 本研究揭示

了抚育动机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具体“认知−能量”

路径。其中, “共有认知”路径：抚育动机促使个体

更多将与受助者的关系认知为共有型(vs. 交换型)

进而促进亲社会行为, 为共有关系理论做出贡献; 

“希望赋能”路径：抚育动机进化适应性改变了个

体行为能量的分配。当面对适应性机遇时(如：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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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 抚育动机会导致更多希望情绪进而为

后续行为赋能, 揭示了抚育动机通过唤醒希望情

绪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能量—助人” (motivated to 

help)路径。第三, 本研究也为抚育动机相关研究

做出贡献。首先, 不同于以往研究大多关注于抚

育动机导致的一系列回避导向行为改变, 如更加

重视规避风险、谨慎而小心等(Schaller, 2018), 本

研究探讨了抚育动机导致的有利于后代存活的机

遇获取行为(亲社会行为)。其次, 本研究发现进化

适应性下的抚育动机会通过“认知−能量”机制促

进亲社会行为, 拓展了抚育动机行为解释机制。 

最后, 通过将本研究的研究发现运用在实地

助推实验中, 本研究的研究结果预期为企业和个

体提高亲社会行为提供实践启示。一方面, 企业

或非营利组织可通过大数据测定目标群体抚育动

机的差异 , 精准推送助捐宣传; 另一方面 , 可通

过情景设置启动抚育动机, 进而达到更好的亲社

会行为说服效果, 助推个人和组织积极参与公益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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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parenting motivation influence pro-social behavior?  
A cognitive-energetics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LIU Nan1, QIU Yuting1, DONG Zhiqiang1, LI Aime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Prosocial behaviors—such as helping, donating, and volunteering—are essential to societal well- 

being, yet individuals often hesitate to engage in them. Parenting motivation, a concept rooted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has recently gained attention in management research as a potential driver of 

human behavior. While it has been linked to various adaptive actions, 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role in 

promoting prosocial behavior.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how parenting motivation influences prosocial 

behavior through a “cognitive-energetics” dual pathway. Study 1 examines the behavioral effects of 

parenting motivation on prosocial actions using multiple methods. Study 2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identifie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se effects are strengthened or 

diminished. Study 3 applies these insights to a real-world context, testing interventions that encourage 

prosocial behavior. Together, the findings offer theoretical insights into the evolutionary roots of 

prosociality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fostering prosocial actions. 

Keywords: parenting motivation, prosocial behavior,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cognitive-energetic” mechanism 

 


